
 

 1 

政府审计、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债务风险 

王善平 周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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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以经济人假设、政府审计是治理政府官员代理问题的免疫系统为理论基础，利用 2015-2018 年 H省

贫困县政府债务数据，实证检验政府审计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政绩压力与

贫困县债务风险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的揭示、预防功能对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影响债务风险的作用显著，而

其抵御功能不显著。鉴于此，应构建和运用政府债务“数智审计”、系统改进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和科学合理地利用

债务资金的杠杆作用，以助力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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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贵州省独山县年财政收入不足十亿元人民币，但竟负债四百亿元，修建了“天下第一水司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而在独山县前县委书记潘志立眼里，“脱贫攻坚费时费力，出不了成绩，只有搞项目建设才能彰显政绩”。可见，官员错位的政

绩观和缺乏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地方政府“超负荷”举债的重要原因 1。层层考核是促使地方官员努力实施脱贫攻坚的有效方式之

一，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实现贫困户增收、扩大就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显性政绩，是地方官员获得晋升、重用的

重要砝码。而任期制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官员解决压力的某些机会主义，如不顾财政压力，设法投资一些“立竿见影”“博眼球”

的项目等。如果这些工程事后不能成为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的重要来源，那将使地方政府债务“雪上加霜”,甚至酿成地方

政府特别是原贫困县 2的债务危机，进而难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1]。因此，需利用好审计监督来有效约束官员政

绩压力异化，防控政府债务风险。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并未对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影响政府债务风险和政府审计对贫困县政府债

务风险的治理效应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官员之所以有政绩压力，一是因为地方官员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双重属性。地方官员的“自利性”与“公仆性”

交互作用，导致项目指标使用的低效率以及乡村经济社会关系的某种恶化，扭曲了资源配置[2]。二是因为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竞争

与博弈。在政绩竞赛模式下，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形成了某种“羊群效应”[3],债务增长易受到相邻地区的影响，形成“借

债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短期幻觉，却无视长期存在的抑制效应[4]。三是因为地方官员考核指标具有单一性和短期性。考核指标

重视 GDP增长量、新项目开工量等，轻视复杂的能力建设和关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构建与运用，从而加剧了官员行政行为的

短期化[5]。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对规范市场行为、揭示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能起到重要作用
[6,7,8]

。有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实施的经济责任审计处罚力度越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就越小，且增长

速度越缓慢[9]。自 2013 年实施大规模债务审计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著下降，且政府审计强度越大，国家审计功能发挥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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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越低[10,11,12]。 

综观已有相关研究，大多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维度来展开，很少关注贫困地区政府举债在需求上的迫切

性、获取上的困难性和偿还上的不易性，以及官员政绩压力影响政府举债的机制与效果。有关扶贫审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

资金使用情况的合法性、经济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重大政策落实等方面，还未涉及贫困地区债务审计。为此，本文重点研究

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其治理效应，以期为降低官员行政代理成本，发挥政府审计的治理作用提供决策参考。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有债务的地方政府不能及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可能性。其主要源于债务规模过大，超过了财

政的承受能力；结构不合理，债务到期日过于集中；官员过于追求政绩大肆举债，未有效使用债务资金。 

(一)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政治锦标赛作为淘汰赛，最终会给参赛者政绩压力
[13]
。一般来自官员执政期间有关经济增长、财政平稳与社会安定等方面的

困难。在贫困地区，还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就业保障、收入增长、遏制贫困发生率恶化。 

零和博弈(zero-sumgame)式政治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政绩竞争[14],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15]。在拉动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无疑是短期内拉动 GDP、就业和税收增长最有效的途径，最受地方政府青睐。一方面，如果官员执政期

间未能促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和就业环境，那么，官员的政绩考核结果将不理想，很难获得晋升机

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想要在政治博弈中胜出，就需要快速发展经济，突显政绩。投资是对股权性资本、债权性资金的运用，

债务融资是获取债权性资金的渠道，是地方政府筹资，进而快速发展经济的主要源泉[16]。“加杠杆”是贫困县官员快速发展经

济、彰显政绩、获得晋升的不二选择。而贫困县资源禀赋差、财政保障能力弱，再加上官员任期制的限制，新官“不理旧债”或

“难理旧账”比较盛行，因此，贫困县官员可能会不计成本地借债。若没有上级政府对贫困县政府债务的严格管控，贫困县政府

债务风险必将“滚雪球”式地增加。鉴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1。 

H1 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债务风险显著正相关。 

(二)政府审计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政府审计受人民之托监督政府部门，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有效维护着公共利益[17]。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赋予了审

计机关深入审查公共资源的管理使用情况、查处官员在行政执法中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权力。其次，国家

制定了完备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将地方政府债务的募集、使用和归还等都纳入了预算资金管理的范畴，使政府审计约束地

方政府举债有了权威的制度依据。再次，政府审计可以依法开展预算资金执行情况审计、重大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等，监督官员举债行为的合法性、廉洁性和经济性。如果官员为追求政绩，在举债时存在性质上不合法、程序上不合规、

绩效上表现差以及借债用债时行贿、受贿等，必将被审计机关依法查处。最后，审计机关出具的债务审计报告，会呈报给审计委

员会、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等，作为任用、考察地方官员的重要依据，也是预判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完

善社会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参考依据。近年来，政府审计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无序扩张对经济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
[18]
、有效防范

与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19]。 

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中具有揭示、抵御及预防作用的“免疫系统”[20],即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预防性、保障性、

建设性及调控性作用。在贫困县债务管理方面，可从债务的“借、管、用、还”四个环节实施全过程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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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审计通过揭示举债用债的合法合规性，防止贫困县债务自我膨胀和违规使用，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审计机关通过对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揭示贫困县债务规模、偿还期限、发行和使用上是否合法合规的情况，进而及时叫停不合规范的债务发

行、不合规定的债务资金使用；同时，也迫使贫困县必须特别重视债务项目的绩效和对财政的贡献，科学、高效地举债和用债
[21]

。 

2.政府审计通过抵御债务资金投向政绩工程，避免官员过于追求政绩而举债，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审计通过揭示功能发

现债务问题后，向本级或上级审计委员会报告，若涉及违法，要移交纪检监察等执法机关，以终止债务资金投向“政绩工程”造

成资金的浪费，规范地方官员借债行为，抑制“立竿见影”式的政绩追求和融资冲动[22]。 

3.政府审计通过预防过度负债，遏制增量债务规模和优化存量债务结构，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在此，政府审计的主要作用：

一是信号传递机制。通过披露违法违规举债及处罚结果，贫困县官员会权衡债务审计对自身政绩考核的影响，及时采取合理措

施，有效规范举债行为，避免受到处罚。二是协助政府划定债务红线机制。政府审计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等特点，可以协助财政

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债务限额和管理制度，为贫困县债务规模划定红线发挥支撑作用。三是违法违规必究机制。通过审计、报

告、处分和移交等程序完善官员违法违规处理流程，协助落实债务终身问责制，迫使贫困县官员为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敢盲目举

债。鉴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2。 

H2 政府审计能有效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H2a 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审计揭示功能可以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H2b 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审计抵御功能可以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H2c 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审计预防功能可以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上述作用机理如图 1所示。 

 

图 1政府审计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影响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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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部 H省 51个贫困县2015-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政府性债务数据源自对各贫困县政府官网的搜集与整理，政府

审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中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综合情况报表，其他数据源来自《H 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

监测报告》和 EPS全球统计数据库等，样本量为 204。为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对连续变量在 1%和 99%的水平上进行

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设立 

1.贫困县债务风险(Risk)。 

国际上常规的衡量方式为负债率(地方性债务余额/地方 GDP)和债务率(地方性债务余额/地方财政收入)
[23]

,同时也是审计署

判断债务风险的主要指标。依照举债规模与偿债能力相匹配原则，选择各年贫困县债务余额与贫困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2.官员政绩压力(PS)。 

选择 GDP 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从业人口率作为贫困县官员核心的“参赛指标”。将这三个指标分别与经 GDP 加权后

的加权平均值相比较：当其小于加权平均值时，打分为 1;否则，为 0。三者相加即为贫困地区政府官员的压力指数(PS),取值范

围为 0～3。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滞后一期的政绩压力纳入回归方程。 

3.政府审计(Audit)。 

已有研究主要通过构建综合指标或直接运用审计结果作为国家审计功能的替代变量。相较于这一综合指标，直接以审计结

果反映国家审计功能的方法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本文根据《中国审计年鉴》中地方审计机关工作情况表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

构建政府审计综合指标来衡量政府审计对贫困县债务风险的总体影响，其 KMO 值为 0.713,Bartlett球形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拒

绝原假设，指标权重及变量选取列于表 1。对政府审计免疫功能的检验，采用比率法衡量政府审计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24]。 

表 1政府审计综合指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权重 

政府审计综合指标 

审计投入 

完成审计项目数 0.1657 

出具审计报告数 0.1659 

审计产出 

提出审计建议数 0.1941 

提交审计信息数 0.1617 

审计处理处罚金额/被审计单位数 0.1731 

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被审计单位数 0.1395 

 

4.控制变量。 

财政分权、官员晋升激励、预算软约束、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均无法单独对地方债务风险构成充要条件
[25]

,因此，本文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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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上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各变量定义见表 2。 

表 2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债务风险 Risk 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地方GDP 

解释变量 

官员政绩压力 PS GDP 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从业人口率打分后的加总分数 

政府审计 Audit 因子分析法计算的综合指标衡量政府审计总体效应 

揭示功能 AUD1 被审计单位查出的问题金额/被审计单位数 

抵御功能 AUD2 审计处理结果落实金额比例/被审计单位数 

预防功能 AUD3 审计提出建议条数/被审计单位数 

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 CZHL 城镇人口数/城乡总人口数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GDP 当年 GDP的自然对数 

财政缺口 CZQK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金融市场化 JRSCH 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当地 GDP比值的自然对数 

固定投资 GDTZ 固定投资额与 GDP比值的自然对数 

农林牧渔支出 NLMY 地方政府每年农林牧渔业支出的自然对数 

扶贫投入 FPTR 扶贫投入资金额 

贫困发生率 Poverty 每年末贫困发生率 

 

为验证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贫困地区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1)。其中，Riski,t是贫困县债务风险，PSi,t-1为官员

政绩压力，Controls为控制变量。 

 

为验证政府审计的治理作用，构建模型(2)。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由债务风险导致审计强度增加的内生性问题，模型(2)中对

政府审计变量取滞后一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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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下标 t-1表示滞后一期处理，Year 是年份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是描述性统计结果。政府债务风险 Risk 的最大值为 1.458,最小值为 0.0431,标准差为0.176,贫困县之间的债务风险存

在差异。PS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1.480 和 0.885,政绩压力整体分布较为均匀。衡量政府审计的变量之间的差异为 5.871,表明

各地审计投入与产出差异较大。 

表 3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isk 204 0.229 0.176 0.0431 1.458 

PS 204 1.480 0.885 0 3 

Audit 204 5.521 1.014 3.264 9.135 

CZHL 204 0.431 0.118 0.309 0.924 

CZQK 204 -5.643 1.987 -10.16 -1.524 

GDP 204 4.605 0.633 3.098 5.954 

GDTZ 204 -0.0742 0.365 -1.066 0.675 

JRSCH 204 0.644 0.150 0.235 1.055 

NLMY 204 12.53 0.764 10.25 13.82 

FPTR 204 9.522 0.828 7.455 11.12 

Poverty 204 0.0793 0.0557 0.00414 0.229 

 

(二)回归分析 

表 4报告了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列(1)为混合回归模型，列(2)为固定效应模型，官员政绩压力(PS)

的系数都大于 0,而且在统计上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表明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债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假设

1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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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债务风险的关系 

变量 

Risk 

(1)OLS (2)FE 

PS 0.027* 0.006** 

 (1.87) (2.06) 

CZHL -0.024 -0.528 

 (-0.26) (-0.63) 

GDP -0.135*** -0.014 

 (-3.04) (-0.06) 

JRSCH 0.268*** 0.042 

 (3.12) (0.43) 

GDTZ 0.097*** 0.009 

 (3.42) (0.15) 

NLMY 0.002 -0.009 

 (0.06) (-0.16) 

FPTR 0.022* -0.005 

 (1.87) (-0.43) 

CZQK 0.009 0.015 

 (1.08) (1.02) 

Poverty -0.296
*
 -0.503

**
 

 (-1.77) (-2.11) 

Year No Yes 

Constant 0.493* 0.765 

 (1.69) (0.54) 

Observations 204 204 

R-squared 0.360 0.16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t统计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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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列(1)反映的是政府审计对贫困县债务风险的总体影响，关注政府审计和政绩压力变量交互项(Audit×PS)的系数。

交互项系数为-0.00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审计对政绩压力引起的贫困地区债务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政府审

计总体抑制效应显著，从而假设 2得以验证。 

为检验审计免疫系统功能，采用比率法来衡量政府审计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为了控制地区之间审计投入的差异，衡量各

审计功能时充分考虑被审计单位的数量。表 5 的列(2)～列(4)分别列示了审计免疫系统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对贫困地区债务

的治理效果，将 Audit 替换为 AUD1、AUD2、AUD3 分别与 PS构建 AUD1×PS、AUD2×PS、AUD3×PS 代入回归方程中，可知列(2)、

列(4)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审计通过披露审计中的违规问题、提出审计建议，避免了官员因政绩压力造成盲目融资，有效

约束了贫困地区政府的发债行为，降低债务风险。但列(3)抵御功能结果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审计产生的震慑作用并未

起到实际效果。 

表 5政府审计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影响债务风险的治理效应 

变量 

Risk 

(1)政府审计 (2)揭示功能 (3)抵御功能 (4)预防功能 

Audit×PS -0.008**    

 (-2.47)    

AUD1×PS  -0.006**   

  (-2.34)   

AUD2×PS   -0.001  

   (-0.27)  

AUD3×PS    -0.005
*
 

    (-1.69) 

PS 0.006* 0.006** 0.006** 0.005* 

 (1.97) (2.05) (2.04) (1.8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478 0.499 0.778 0.691 

 (0.34) (0.34) (0.54) (0.50) 

Observations 204 204 204 204 

R-squared 0.176 0.173 0.166 0.171 

 

(三)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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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对贫困县债务风险的影响。 

财政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支情况，财政分权程度的高低关乎地方建设所需资金是自有资金还是需要借债。地区金

融发展水平关乎当地政府能否借到资金、是否会陷入债务风险[26]。从财政分权程度看，在财政分权程度大的地区，资金缺口较

大，会对贫困县债务风险产生显著影响。以《H省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中关于县域金融竞争力的排名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见

表 6),实证结果表明，仅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官员政绩压力才会显著影响政府债务，而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其影响更弱。 

表 6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对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债务风险的影响 

变量 

金融竞争力 财政分权程度 

(1)弱 (2)强 (3)大 (4)小 

PS 0.056** -0.001 0.045* 0.004 

 (2.20) (-0.12) (1.79) (0.5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56 1.127** -0.068 1.105** 

 (-0.59) (2.47) (-0.14) (2.37) 

Observations 108 96 102 102 

R-squared 0.410 0.505 0.396 0.471 

 

2.地区异质性。 

相较于非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可用于快速发展经济、贫困户增收的资源更匮乏，贫困户住房更差，交通等

基础设施更落后。因此，官员政绩压力更大，为政绩而违法违规举债用债的欲望更强，政府审计更应关注其债务风险。从表7的

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官员政绩压力显著影响债务风险，政府审计也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发挥显著

的治理作用，而在非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并不显著。 

表 7地区异质性影响 

变量 

Risk 

(1)非连片地区 (2)连片地区 (3)非连片地区 (4)连片地区 

PS 0.021 0.029* -0.006 0.005 

 (1.68) (1.76) (-0.98) (1.46) 

Audit×PS   -0.015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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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2.08) 

Audit   0.003 0.003 

   (0.22) (0.5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485 -0.378 0.444 1.610 

 (1.09) (-0.62) (0.90) (0.88) 

Observations 44 160 44 160 

R-squared 0.672 0.383 0.719 0.176 

 

(四)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财政转移支付由于公共池问题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进而导致政府债务的增加
[27]
。为了控制

影响债务风险的其他相关变量，选择上一期的地方转移支付收入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28]。根据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可知

3,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政府债务风险仍显著正相关。 

2.替换贫困县债务风险的衡量指标。 

为了避免计量方式不同造成实证结果的偏误，选用债务率纳入回归模型中再次检验。结果显示 3,模型(1)中官员政绩压力PS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模型(2)中交乘项 Audit×PS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3.改变政府审计的衡量方式。 

审计查出违规金额可以有效反映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同时，为消除各地区异质性带来的公共支出规模、政府审计特征等差

异影响，选择审计查出违规金额与公共支出总额的比值衡量政府审计。结果显示 3,政府审计对官员政绩压力影响的政府债务风

险仍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说明本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1)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与政府债务风险显著正相关，尤其在金融竞争力弱、财政分权程度大的地区。(2)总

体上，政府审计有助于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政府审计的揭示、预防功能作用显著，但政府审计的抵

御功能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地方官员的举债行为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3)相较于非集中连片特困山区，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山

区官员政绩压力显著增加政府债务风险，且政府审计可以有效抑制这种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为助力实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构建和运用有关政府

债务的“数智审计”。政府审计要发挥更全面、专业的监管和咨询作用，不仅要强化重大政策执行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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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紧盯债务“借、管、用、还”四个环节的合法性、经济性，而且要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做到既避免

重复审计，又不让审计监督有“死角”。这就需要多单位、多项目地协同合作，加速大数据审计智能化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政府

审计的治理功能，抑制地方官员的机会主义和举债冲动。(2)系统改进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促使官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健

康稳定、有效保护和利用生态资源等方面取得更优的综合成绩，破解政府官员对政府债务的“滥用”和“怕用”难题，夯实民生

福祉，引导地方官员合理追求政绩。(3)科学合理地利用政府债务的杠杆作用，为助力实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战略，一要用好财政资金对债务资金的牵引作用，二要激励金融机构让普惠金融真正惠及农民(特别是易返贫户)发展特

色农业和规模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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